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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并基于人
口、空间、经济、社会和生态５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农村居
民收入水平为门槛变量，新型城镇化为门槛依赖变量，采集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１０年间我国除台湾、香港、澳门、西藏以外
的３０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究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水平的干扰。经过实证分析得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新型城镇化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干扰因素，各

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耦合协调度基本一致，但省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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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我国改革开放４０年的高速发展和历史积淀，当下国
家的经济模式和发展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模式上由

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发展方式上由粗放式发展向

集约化发展方式转变。我国国民经济正式进入了一个“互联

网＋”拉动的调整结构、增加效能、升级换代、协调匹配、绿色
健康发展的“新常态”［１］。然而，民族复兴的全面小康社会建

设目标规划，把彻底解决事关国计民生的三农问题推向了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轨道，同时，回首审视过去几十年我国农

业经济在掠夺性经营过程中，虽然出现高速增长，但也对土地

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巨大创伤。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业化肥

平均利用率仅为３７．８％，比欧美发达国家低２０％～３０％。由
于使用的不科学性普遍，农药和化肥利用的综合效能很不理

想［２］。由此造成传统生产要素边际效率不断降低、土地资源

破坏严重和生态环境容量极速下降的“多重压力”［３］，２０１８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要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３］。这

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和推进振兴农村经济战略指明了

方向。

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诞生，源于２０１５年李克强总理的政
府工作报告。他指出发展产业政策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这个概念在实际生产中的主要用途是衡量对除去所

有实际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生产率的提升标准［４］。

全要素生产率能有效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情况，但由于未考

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与“一号文件”中关于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不太契合［５］。因此，本研究采用可以

衡量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ＧＴＦＰ）对农

业发展的质量进行测度。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也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概

念。从辜胜阻最早提出城镇化（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概念起，学术
界就逐步开始了相关研究，有的从人口学角度，也有的从地

理、社会和经济等学术角度进行区分［６－９］。面对城镇化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农业供给质量不高、农村环境和生态恶化及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

展新型城镇化。所谓“新型”与传统城镇化最大的区别是要

坚持以人为核心、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学者们对于新型城

镇化的理解也是越来越深刻。宋连胜等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对

生活全部领域的一种美化设想，既包括生产、生活、就业方式，

也包括服务、社会治理和居住空间环境等，都在美化设想的范

围中［１０］。段进军等提出新型城镇化是由“一维”向“多维”的

转型过程，“一维”即单纯的经济发展目标；“多维”是集社会、

环境、资源和经济等多维度的发展目标［１１］。孙振华等指出新

型城镇化应该是集“集约、智能、绿色、低碳”为一体的城镇

化［１２］。综合以上观点，本研究就新型城镇化测量问题，从人

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态等５个维度出发，构建完整的指标
体系，从而精细化定位新型城镇化的指标蓝图。

鉴于城镇化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稳定增

长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客观性和重要性，近年来众多学者

将视角转向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作用研

究。郑垂勇等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城镇化率对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认为城镇化率总体上降低了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当城镇化水平超过５３．１％后，城镇化率
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效应不断减弱，但当前的城镇化质

量尚未达到［１３］。余子鹏等认为城镇化可以提高耕地生产率

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１４］。李士梅等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了东中西部分地区的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效率的影响，

认为城镇化引发的劳动力转移阻碍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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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存在２点不足：
（１）目前关于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几
乎都采用简单的人口学概念，即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

衡量城镇化水平，不仅对城镇化水平的反映不够客观全面，也

未完整融入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因素；（２）现有的研究仅以某
一地区为研究对象，未考虑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资源禀赋等

异质性条件因素的影响，因而有可能因区域不同而得出完全

相反的结论，不能为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基于以上分析，本研

究重新定义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并据此从５个维度构建衡
量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具体采集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１０
年间我国除台湾、香港、澳门、西藏以外的３０个省份的面板数
据，对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构建

面板门槛模型对新型城镇化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收入门

槛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

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参考。

１　作用机制分析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２个方面：一方面是农业
生产要素的投入，另一方面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根据以

往研究结论，农业生产投入的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和

技术，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均会影响这些要素。同样，要素组

合以及效率也会受到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此，笔者拟从土

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４个方面通过逐一描述新型城镇化对
要素组合及效率的影响，来阐明新型城镇化对农业 ＧＴＦＰ的
作用机制。

首先，新型城镇化对土地的影响。从地理学角度看，城镇

的扩张必然伴随着农用耕地被建设用地挤占的现象，直接导

致农业用地减少。耕地减少的积极因素在于倒逼农民在单位

面积上投入更多的其他要素，如资金、劳动力或者技术等，以

此来提高单位产量和要素生产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投

入要素的增量更优组合，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耕地

的减少也会倒逼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提高整体农业

生产效率。从消极方面来看，耕地作为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

素，随着城镇化的挤占，可能会造成农业无法实现规模化生

产，导致收益下降。

其次，新型城镇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从人口学角度看，城

镇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农业人口的减

少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势必会使农业生产力因素中的劳动者数

量锐减，且客观上会造成原有劳动素质、文化水平、技术技能

等优秀的农业人口优先转移。可想而知的结果是加重农业从

业人员的老龄化程度，使农业投入的有效劳动力要素锐减，致

使农业生产因劳动力投入不足而使农产品产量下降。但是另

一方面，随着家庭优质劳动力向工业转移，通过分享工业效率

来提高农民家庭收入，加之国家发展已经到达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时代，工业资本和城市资源也会在政策驱

动下向农业流转，能有效促进资金和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利用，

加速社会生产效率进一步对农业资源配置的持续优化。

最后，新型城镇化对环境的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

标之一就是打造生态宜居的新农村，新型城镇化会更加重视

环境和资源，通过示范和引导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的

重构和保护力度，进而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效率。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绿色全要素产率

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到底是产生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会

不会随着地域不同和收入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呢？因此，

根据理论分析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收入门槛效应。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研究新型城镇化对绿色全要素产率的影响，首先构建一

个基础的回归模型如下：

ＧＴＦＰｉｔ＝α０＋α１ｕｒｂｉｔ＋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μｉ＋εｉｔ。 （１）
式中：ＧＴＦＰ表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ｕｒｂ表示新型城镇
化率，ｃｏｎｔｒｏｌ为控制变量，ｉ为时间，ｔ为地区。
　　为进一步考察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
响，以及验证是否像理论分析中提到的以农村居民收入为干

扰项，笔者在基本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借鉴Ｈａｎｓｅｎ在１９９６年
的做法［１６］，构建单一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ＧＴＦＰｉｔ＝α１ｕｒｂｉｔ·Ｉ（ｕｒｂｉｔ≤γ）＋α２ｕｒｂｉｔ·Ｉ（ｕｒｂｉｔ＞γ）＋
α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μｉ＋εｉｔ。 （２）
式中：Ｉ为农村居民收入，也就是本次研究中的门槛变量；ｕｒｂ
为城镇化水平，是本次研究中的门槛依赖变量；Ｉ（·）代表指
标函数；γ代表门槛值；ε为随机干扰项。
２．２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２．２．１　被解释变量———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ＧＴＦＰ）指标
选取及测算　考虑到传统的 ＴＦＰ核算忽略了资源环境因素，
会导致测算结果存在一定偏差的可能，本研究在研究中引入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将农业生产中可能消耗的能

源和造成的环境污染情况纳入考虑进行测算，即考察基于资

源投入和环境污染双重约束下的农业生产活动投入产出比。

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投入指标上，笔者力争吸收已有研究成

果精华，纳入能源消耗和环境因素，将投入要素界定为土地、

资本、劳动力、技术和能源五大类。土地选取每年的播种面积

来衡量（万亩）；资本借鉴郑垂勇等的做法［１３］，选取资本存量

指标，并以２００６年为基期对每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
折算；劳动力以各地每年平均农业就业人数来衡量（万人）；

农业的技术投入主要包括农机，本研究选取农业机械总动力

对农业技术投入进行测量。能源投入主要包括化肥、农药、农

膜、水资源等，对这些投入利用利用熵值法得到综合投入指数

来衡量。产出方面而言，传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在不考

虑能源和环境约束的情况下，产出主要是期望产出，即农产品

的产量；现今考虑环境污染，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方法

下，产出既包括期望的污染产出，也包括不期望的。期望产出

用每年各地区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以２００６年为基期进行折
算来衡量。非期望产出以往研究多采用单一指标衡量，如单

纯考虑碳排放量或者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这样会导致研究结

论因不全面而存在误差；因此，本研究综合考虑在农业生产活

动过程中产生的化肥、农药、农膜、畜禽粪便、农业废弃物、生

活垃圾等各类农业面源污染及空气碳排放量，也利用熵值法

得到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从而更加全面准确地度量环境因素。

根据梁流涛的研究［１７］，本研究对面源污染主要统计Ｎ、Ｐ和化
学需氧量（ＣＯＤ）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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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有Ｃ－Ｄ函数法、代
数指数法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等参数法［１８］以及以距离性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和方向性 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生产率指标为代
表的非参数法［１９］。参数法虽然计算较为简单，但必须建立在

生产过程规模报酬不变的前提上，再加上必须准确掌握价格

变动信息，所以计算结果往往与实际相差较远。为弥补参数

法的不足，学者们设计了无须设立特定函数形式的非参数法。

非参数法中，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可以将环境和能源约束纳
入核算体系，并且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分解为技术

进步和技术效率２个部分，但缺陷是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生产率指数的
距离性导致它对非期望产出的减少无能为力。而本研究采用

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包含期望产出还包括非期望产出，

为此选择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ＳＢＭ－ＶＲＳ模型，将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入与产出２个角度，满足了本研究的需要。
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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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θ为要测算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值，σ为权重。当
θ≥１时，表明该地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有效率的，
θ＜１时则相反。
２．２．２　门槛依赖变量———新型城镇化（ｕｒｂ）指标选取及测算

　如何衡量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基于历史研究的成果来
看，学者们最常使用的模式主要分４类［２０］：第１类是城镇人
口比重模式，该模式的测算方法是用某个地域的城镇人口作

为分子除以对应地域辖区的全部人口综合的比重；第２类是
非农业人口比重模式，该模式同样适用对应地域辖区的全部

人口作分母，但分子变为特点地域的非农业人口；第３类是带
眷系数模式，此模式不单纯以人口为单位进行衡量，同步引入

劳动力的概念，即某个地域或辖区内的城镇劳动力总数和该

地域或辖区内净增城镇人口相乘，再除以该地域或辖区总人

口和新增城镇劳动力之积；第４类是城镇土地利用比重模式，
这个模式将人口概念淡化，是建成区的土地面积占所有区域

的土地总面积的比重。这些方法可能从某一方面对城镇化水

平进行衡量，但共同的缺陷是角度过于单一，不能综合反映新

型城镇化的全新特点。因此，本研究结合新型城镇化的具体

内涵和特征，从经济、人口、空间、社会、生态５个方面构建出
包含１１个二级指标的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表１）。
２．２．３　门槛变量———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指标选取及测算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着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生

活质量水平。根据前文的假设，当居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农

村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进而会更多地关注

绿色食品、环境卫生、生态宜居等等，倒逼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反之，如果某地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很低，居民不仅

不会关注和改善生态，反而会为了提高收入水平而给环境增

加压力。可见，在不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干扰下，新型城镇

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非线性。为了统一农村

居民收入水平，确保研究的可靠性，笔者选取《中国统计年

鉴》中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元）”指标来反映，

并且将每年的人均纯收入以２００６年为基期进行折算以消除
价格影响。

表１　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对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单位

新型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 城镇人口数占该区域内总人口数之比 ％
非农业人口占该区域内总人口数之比 ％

空间城镇化 建成区土地利用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 ％
经济城镇化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
社会城镇化 基本社会保障覆盖率 ％

人均住房改善情况 ｍ２／人
互联网普及率 ％

生态城镇化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ＧＤＰ比重 ％

２．２．４　控制变量———指标选取及测算　控制变量是指除了
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以外可能引起农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变化的因素，目前理论界对于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因素的研究尚无定论，笔者这里结合现有研究和数据

可得性来选取影响因素，具体包括：（１）农村发展基础，用各
地区农业支出总额占当地财政总支出的比率来反映，农业经

济基础越好全要素生产率可能越高；（２）农业生产现代化程
度，用单位面积农用机械动力来表示，体现了农业技术投入，

对农业ＧＴＦＰ有促进作用；（３）农业经营现代化程度，用农产

品生产价格指数与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比值表示，对

农业ＧＴＦＰ有促进作用；（４）农业产业结构，用粮食播种面积
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之比来表示，农业产业结构会影响农业

ＧＴＦＰ；（５）农业劳动力素质，用农民工返乡数量增长率来表
示，对农业ＧＴＦＰ有促进作用。
２．３　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研究所采用的原始数据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

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的省级统计年鉴采集而来，确保数据

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表２将本研究中的所有数据进行了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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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０．８７０ ０．２８０ ０．２３０ １．６５０
门槛依赖变量：新型城镇化 ０．４１０ ０．１５０ ０．２２０ ０．７４０
门槛变量：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５７５８ ２８９７ １８７７ １６６００
农村经济基础 ０．１６９ １．４５０ ０．０７０ ０．２９０
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 ０．２３０ ０．１５０ ０．０１０ ０．７４０
农业经营现代化程度 ０．２８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７ ０．７９０
农业产业结构 ０．５２０ ０．０９０ ０．３４０ ０．７５０
农业劳动力素质 １０．６７ ８．８２０ ２．１４０ １９．８０

总，形成统一性的结果。

３　实证结果分析

３．１　整体分析
依据前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本研究按照时间

和空间维度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１０年间全国３０个省级行政单
位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具体结果见图１和表３。
　　由图１可知，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１０年间我国农业ＧＴＦＰ呈现

上升趋势，细分为２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这一
期间我国农业 ＧＴＦＰ在１以下波动，并逐步趋向于１；第二阶
段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这一时期我国的农业ＧＴＦＰ超过了１，意
味着这一时期我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增长趋势。这

是因为２０１０年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发展高速期，粗放型工业增
长带来大量的三废排放，降低了农业 ＧＴＦＰ。２０１０年后随着
产业结构优化，经济不断转型升级，进而推动了农业 ＧＴＦＰ的
增长。

　　为了进一步直观地反映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差
异，对全国３０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平均分析，从
表３可以看出，我国农业 ＧＴＦＰ省际差异非常明显，北京、江
苏和上海等经济发达的省份排名整体均靠前，而河南和云南

这些欠发达省份，落后于发达省份农业ＧＴＦＰ近０．０７。

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我国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水平

省份 农业ＧＴＦＰ 省份 农业ＧＴＦＰ 省份 农业ＧＴＦＰ
北京 １．０３８９ 浙江　 １．０２１０ 重庆　 ０．９９９５
海南 ０．９８９２ 吉林　 ０．９８７９ 新疆　 ０．９８４８
安徽 ０．９７８８ 湖南　 ０．９７６５ 云南　 ０．９７４７
上海 １．０３６１ 山东　 １．０１２４ 内蒙古 ０．９９６９
宁夏 ０．９８８７ 辽宁　 ０．９８６３ 湖北　 ０．９８３２
河北 ０．９７８５ 黑龙江 ０．９７６０ 福建　 ０．９７２８
江苏 １．０２６０ 广东　 １．００００ 江西　 ０．９９５２
青海 ０．９８８４ 陕西　 ０．９８６０ 天津　 ０．９８２５
广西 ０．９７７５ 山西　 ０．９７５７ 甘肃　 ０．９６９４
四川 ０．９９５２ 贵州　 ０．９８１３ 河南　 ０．９６６８

３．２　模型检验
３．２．１　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须要确保所有变
量在时间序列上具有平稳性，因此本研究采用ＡＤＦ检验法先
对４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除新型城镇化
水平、农村劳动力素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数据之外，其余指

标均平稳。所以，继续对新型城镇化水平、农村劳动力素质、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进行一阶差分，数据在一阶差分水平上均

显示平稳，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ＤＦ值 Ｐ值 结论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３．６４７７ ０．０３２０ 平稳

新型城镇化 －０．９７５８ ０．３０２４ 不平稳

新型城镇化一阶差分 －３．６４７７ ０．００５４ 平稳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２．７５８３ ０．９９９９ 不平稳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一阶差分 －４．７３２８ ０．０１０６ 平稳

农村经济基础 －５．９８７２ ０．００００ 平稳

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 －４．９８６４ ０．０００１ 平稳

农业经营现代化程度 －６．１６３５ ０．００９０ 平稳

农业产业结构 －５．２４５７ ０．０１０６ 平稳

农业劳动力素质 －５．９８７２ ０．０９０１ 不平稳

农业劳动力素质一阶差分 －２．７７１９ ０．００００ 平稳

３．２．２　协整检验　根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部分数据不平
稳，但在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均显示平稳，可以进行协整分

析，以判断长时期内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均衡状态。本研究采

用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检验法运用 ＡＩＣ、ＳＣ最小信息准则进行协整检
验，结果显示，ＡＤＦ统计量为 －３．１１１且序列具有平稳性，可
见２个变量长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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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此处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
模型中相关变量进行检验，以确定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新

型城镇化以及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关

系。现假设所有变量间均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详见表５。

表５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滞后期 零假设 Ｆ值 Ｐ值 结论

３ 假设１：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新型城镇化 ５．１３２６ ０．７０１０ 接受原假设

假设２：新型城镇化→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８．３６７２ ０．０００４ 拒绝原假设

假设３：新型城镇化→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７．１０２８ ０．０００２ 拒绝原假设

假设４：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新型城镇化 ９．５４７０ ０．０００５ 拒绝原假设

假设５：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１４．６４３３ ０．０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假设６：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５．５０３７ ０．０５０１ 接受原假设

　　由表５可知，在５％显著水平，滞后３期下，假设２、３、４、５
拒绝原假设，假设１、６接受原假设，可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
影响城镇化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也从一个方面

印证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城镇化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干扰项。

３．２．４　门槛效应检验及回归分析　先对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循环检验３００次结果通过９９％的置信检验，在
１％、５％、１０％显著水平上，检验结果见表６。

表６　门槛检验结果

门槛值 ＲＳＳ ＭＳＥ Ｆ值 Ｐ值 １０％ ５％ １％
８．５６７２ １０．５５６２ ０．０３３０ ３３．３２ ０．００６７ １８．０７５４ ２１．１０２４ ２６．７６８５

　　确定了门槛值后，以农业ＧＴＦＰ为被解释变量，新型城镇
化水平为门槛依赖变量，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进行

面板门槛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７。

表７　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新型城镇化（收入水平低于门槛值时） ０．２２２６ ０．２３１２
新型城镇化（收入水平高于门槛值时） ０．２５３９ ０．２７０２

农村经济基础 — ０．１０８０
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 — １．１４９０

农业经营现代化程度 — ０．５８１０
农业产业结构 — １．２１３０

农业劳动力素质 — ０．０１１２
常数项 －０．００８７７ －３．５６５０

　　注：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５％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１０％水平上显著。

　　表７中，模型１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门槛模拟结果，根
据结果可知，在收入水平低于门槛值８．５６７２时，新型城镇化
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０．２２２６，且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但当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高于门槛值８．５６７２时，
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

达到０．２５３９，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模型１的检验结果表
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新型城镇化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干扰因素。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模型２中加入控
制变量再次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在收入水平低于门槛值

８．５６７２时，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
数为０．２３１２，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高
于门槛值８．５６７２时，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的促进作用也在增强，达到０．２７０２，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控制变量中，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

模型１和模型２都证明了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农村居民收入门槛，在低于门槛值时，新型

城镇化对农业 ＧＴＦＰ的作用无法突显，只有当农村居民收入
水平跨过门槛值后推动作用才被激发出来。

３．２．５　耦合度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新型城镇化对农业ＧＴＦＰ
的影响作用，本研究引入耦合概念，对两者进行耦合度检验。

耦合度用来反映各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强度。若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 ＧＴＦＰ耦合度系统较高，则意味着这２个
系统目前处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状态；反之，如

果新型城镇化与农业 ＧＴＦＰ耦合度系统较低，则表明２个子
系统互为制约。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

业ＧＴＦＰ耦合度模型，即
Ｃｎ＝｛ｕ１，ｕ２，…，ｕｍ／［Π（ｕｉ＋ｕｊ）］｝

１／ｎ。 （４）
式中：ｕｉ代表每个子系统的评价函数。本研究探讨新型城镇
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的作用，研究中仅包含２个子系统，
因此可以直接得到新型城镇化与农业 ＧＴＦＰ的耦合度函数，
表示为

Ｃ２＝｛４（ｕ１·ｕ２）／［（ｕ１＋ｕ２）（ｕ１＋ｕ２）］｝
１／２。 （５）

式中：ｕ１为农业ＧＴＦＰ评价函数，令ｕ１＝ｆ（ｘ）；ｕ２为新型城镇
化评价函数，令ｕ２＝ｇ（ｙ）。因此，农业ＧＴＦＰ与新型城镇化的
耦合度函数又可以表示为

Ｃ＝ ４ ｆ（ｘ）·ｇ（ｙ）
［ｆ（ｘ）＋ｇ（ｙ）］槡 ２。 （６）

式中：Ｃ为耦合度，ｆ（ｘ）为农业 ＧＴＦＰ综合序参量，ｇ（ｙ）为新
型城镇化综合序参量。耦合度值 Ｃ∈［０，１］。当 ｆ（ｘ）、ｇ（ｙ）
达到极限值１时，耦合度最大，为１，表明２个系统此时的协
调程度最高；当ｆ（ｘ）、ｇ（ｙ）达到极限值０时，耦合度最小，为
０，表明 ２个系统此时的协调程度最低，２个系统处于无关
状态。

为了反映新型城镇化与农业ＧＴＦＰ两者的协同作用和效
应，进一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用公式表示如下：

Ｄ＝ Ｃ×槡 Ｔ，Ｔ＝αｆ（ｘ）＋βｇ（ｙ）。 （７）
式中：Ｄ表示耦合协调度水平；α、β为系数。参考以往学者对
系数的确定，笔者取两者系数都为０．５，计算出全国３０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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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２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并与其１０年间平均农业 ＧＴＦＰ进
行对比，结果见表８。
　　由表８可知，农业 ＧＴＦＰ和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人均
收入耦合协调度基本趋同，耦合协调度高的省份的 ＧＴＦＰ也
较高，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本研究的假设，即受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水平的影响导致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农业 ＧＴＦＰ的影响
呈非线性。所以，在通过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来促进农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须要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放

在重要位置，才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表８　各省份农业ＧＴＦＰ与耦合协调度对比

省份 农业ＧＴＦＰ 耦合协调度 省份 农业ＧＴＦＰ 耦合协调度 省份 农业ＧＴＦＰ 耦合协调度

北京 １．０３８９ ０．９７ 浙江 １．０２１０ ０．００ 重庆 ０．９９９５ ０．８８
海南 ０．９８９２ ０．８７ 吉林 ０．９８７９ ０．８３ 新疆 ０．９８４８ ０．８１
安徽 ０．９７８８ ０．５０ 湖南 ０．９７６５ ０．７６ 云南 ０．９７４７ ０．７５
上海 １．０３６１ ０．９９ 山东 １．０１２４ ０．９３ 内蒙古 ０．９９６９ ０．９０
宁夏 ０．９８８７ ０．５１ 辽宁 ０．９８６３ ０．８９ 湖北 ０．９８３２ ０．８２
河北 ０．９７８５ ０．４７ 黑龙江 ０．９７６０ ０．６９ 福建 ０．９７２８ ０．７３
江苏 １．０２６０ １．００ 广东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江西 ０．９９５２ ０．９２
青海 ０．９８８４ ０．５４ 陕西 ０．９８６０ ０．７５ 天津 ０．９８２５ ０．８３
广西 ０．９７７５ ０．５９ 山西 ０．９７５７ ０．５６ 甘肃 ０．９６９４ ０．４３
四川 ０．９９５２ ０．８２ 贵州 ０．９８１３ ０．７７ 河南 ０．９６６８ ０．５４

４　结论及启示

在分析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的

基础上，本研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为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为门槛变量，新型城镇化为

门槛依赖变量，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生态５个维度构建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集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我国３０个省
份基础数据开展面板门槛回归分析。可以得出结论：（１）农
村居民收入水平确实是新型城镇化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干扰因素，门槛值为８．５６７２。当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
门槛值时，新型城镇化对农业ＧＴＦＰ的作用无法突显，只有当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跨过门槛值后推动作用才被激发出来。

（２）农业ＧＴＦＰ和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耦合协调
度基本趋同，但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

根据本研究的结论，在新型城镇化可以整体提高农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在这过程中，须要注意的是要注重提高农

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以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提高发

展质量。城镇化要因地制宜，对于低于门槛值的地区，在推进

城镇化时要努力通过强化农村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大农

业财政投资力度、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升农业现代化

程度、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等措施，在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的基础上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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